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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读读

玉雕随想
汪永基

相传在明代古城岫岩的文人圈儿中，有
人出重金求一副对子的下联。其上联是“岫岩
山，山山出玉”，字字见山伴玉。出上联者或引
“才子佳人”，或“招贤选婿”，或“争比文韵”。

前往补对子者曾自信满满，锋芒毕现，口吐莲
花。然而，500 多年飘然而过，至今仍无佳对。

后来人但愿这只是个酸酸的段子。

日前，新时代巨型玉雕“万里长城”震撼
面世，亮相岫岩，更有大胆评价为“世界玉雕
之最”者。此前国宝级大型玉雕数来有二，元
代“云龙大玉海”和清代“大禹治水图”。“云龙
大玉海”为元世祖忽必烈于 1265 年令皇家玉
工精心琢磨，历经数年雕刻而成。玉材选自新
疆和田地区的上等玉料，作品重量为 3500 公
斤，后来年代里历经飘零，藏身京城庙宇。清
代乾隆帝重金使之购回，亲题御诗三首镌刻
于器膛之内，展于京城北海团城之上。

“大禹治水图”巨型玉雕的玉材同样于清代
乾隆年间选自新疆和田，利用冬季泼水冻冰成
路，“日挪卧牛之地”运至京城，历时 6 年于乾隆
五十二年(1787 年)雕成，置于宫内珍宝馆。“大禹
治水图”玉雕重 5000 公斤，高 224 厘米，宽 96 厘
米，与“金缕玉衣”“马踏飞燕”“曾侯乙编钟”“清明
上河图”等被评为十大国宝重器，斐名海外。

在辽宁岫岩面世的当代巨型玉雕“万里长
城”采用岫岩花玉，由 30 余位“岫派”玉雕大师
和技师使用玉界著名的“岫岩工”，历时 14 个
月，在一件单体重达 118 吨的岫岩花玉原石上
反复设计精雕细琢而成，其长度 6.5 米，高过 3
米，厚近 4 米，最大周长近 17 米。《万里长城》
采用立体雕、镂空雕、深浮雕、透雕等技法。

我国玉文化领域经历了漫长的磨炼摸
索。曾有学者把玉器发展史分为“神玉时代”
“灵玉时代”“巫玉时代”“礼玉时代”和“民玉时
代”。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治玉选材、手法、
技巧逐渐形成个性化的风格。明代的苏工，明
清的海派与扬州工和清朝造办处玉工，以及
清末民初的广州十三行玉工等，均各领风骚，
形成各自独门手艺。岫岩工在百工门派中脱
颖而出，鲜明亮丽，个性十足，自成岫派而后
来居上，被称为玉坛奇葩。

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巨型玉雕《万里长
城》的总雕刻孙立国在评价“岫岩工”时强调，
玉界推崇的“岫岩工”由来已久。“岫派”明朗
立世，技法丰富，古朴典雅，华美大气，稳重匀
称，自成体系，承前启后。他介绍，“岫派”以立
体圆雕、浮雕为主，辅以线刻及镂空、透雕等
技法见长，因料施艺、剜脏去绺，又多方借鉴
当地木刻、石雕、泥塑、剪纸、刺绣和彩绘等创
作精髓，尤其使用了与其他派别不同的工具，
使艺术表现力更加饱满突出，充满活力。有玉
界专家指出，“岫派”巧妙运用艺像空间概念，
极尽发挥俏色巧雕等技法。这些独具特色的
艺术特征在巨型玉雕《万里长城》创作过程中
表现得淋漓尽致，尽显恢宏。

据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介
绍，在距今 8000 余年前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
土了异常精美的黄玉玦，就是采用了远在
300 多公里以外的岫岩玉。还有大量的考古
发现，在我国东北地区乃至长江流域及黄河
流域与淮河流域等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址
中，均出土了岫岩玉材质磨制而成的高等级
玉礼器及饰品。汉初《尔雅·释器》记载，“东方
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晋代郭璞曾
注释“医无闾，山名，今在辽东。珣玗琪，玉属”。

其“琇莹，美石也”。

在我国诸多史前考古学文化的遗址发掘
中，以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龙山
文化、石家河文化和齐家文化，分布形成史前
古玉文化的六大特色板块，分别构成高等级玉
礼器的核心玉文化。

岫岩玉在中国玉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一直
有其重要的地位。上世纪 70 年代在辽东小珠
山遗址出土了三件蛇纹石岫玉饰品，是迄今为
止在我国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最早岫岩玉器。著
名考古学家、满城汉墓的主持发掘者卢兆荫先
生曾评价指出，在著名的国宝“金缕玉衣”上玉
片使用的玉材即蛇纹石岫玉，很可能产自岫
岩。由此可见，在汉代以前，新疆和田玉并没有
大量进入中原成为高等级核心礼玉，而是地方
玉与岫岩玉形成天下高等级礼玉或葬玉、赏玉
的格局。有学者细加评论，史前王者和历代帝
王显贵用玉具有严格的规定，精确取之玉象，
尚黄尚白，以土为德。而岫岩玉精灵四射，宝光
润透，象近上苍，应该是高等级礼玉之首选。

汉代以前墓葬中的礼玉多为蛇纹石岫
玉，尤其为高等级墓葬中所多见。如红山文化
的玉猪龙，凌家滩文化的祈祷玉人，石家河文
化的玉蝉，良渚文化的玉饰等等。汉代以后，
西域凿空通行贸易，新疆和田玉料源源不断
进入中原，逐渐取代地方玉和蛇纹石岫玉，一
改用玉等级，形成了用玉时尚，建立起以新疆
和田玉礼器为核心的审美取向，天下随之。从
此，地方玉及其蛇纹石岫玉淡出玉礼器核心。

蛇纹石岫玉滑向二流玉材，低迷至今。

近年来，不少玉文化研究者面向岫岩，钟
情岫岩玉，唱好“岫派”，明确岫岩玉的国石地
位，指出岫岩玉在我国玉史传承中的特殊贡
献。著名的矿玉石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王时麒
最近就指出，首先国人要扭转对岫岩蛇纹石
岫玉的偏见，要看到岫玉的冰清玉洁之处。他
强调，世界上那么多蛇纹石岫玉产地，但只有
我国岫岩地区的岫玉精料品质是独一无二的
完美，通过“岫派”精雕细琢，达到意想不到的
灵动美感。有句老话叫“笔墨当随时代”。巨型
玉雕《万里长城》的问世，让当代玉文化跨步
向前。同时也盼望“岫岩山，山山出玉”的佳对
在我们这个时代完美出现。

本报记者袁汝婷、席敏

1941 年 11 月 4 日，刚刚破晓，初冬的大雾
笼罩着静谧的常德城。

一声响亮的空袭警报刺穿天际。随之而来的
轰鸣声，让人们从酣眠中惊醒。胆大的居民打开
窗，看见一架日军飞机正在低飞盘旋。
飞机并未投下炸弹，却在城中心洒下不明颗粒。
人们定睛一看，谷子、麦粒、棉絮和破布条窸

窸窣窣落在大街小巷，如同下了一场雨。警报解
除后，有人将这些东西扫拢来，足有四五百斤。

几天后，家住城中心的蔡桃儿打着赤脚，跑
过街巷给父亲送饭。12 岁的少女并不知道，致命
的鼠疫病菌正迅速潜入她的身体。

11 月 11 日晚，蔡桃儿发高烧、周身通红、神
志不清，于 13 日早晨死亡。

档案记载，蔡桃儿是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的
第一位受害者。自此，夺命的瘟疫迅速蔓延，数度
卷土重来，戕害常德大地。

在 1941 年的中国抗战版图上，湖南常德是
一个战略要地。它既是连接前后方湘川公路线上
的重要交通枢纽，又盛产稻米和棉花，是重要的
军粮、军棉、兵源供给地。

细菌战，这一反人类的国际犯罪，给常德造成
了持久的创伤。在日本投降 74 年后的今天，这里
有一群老人，耄耋之年仍竭尽所能记述这段经历。

他们说，害怕自己走了以后，这段历史，再没
人知道。

鼠疫蔓延：死亡不止 7643 人

蔡桃儿去世后，多名鼠疫专家、医生先后对
其进行解剖化验，确诊为败血症鼠疫。

鼠疫，是死亡率很高且极为痛苦的恶疫。它
起病急骤、加重迅速，主要包括腺型、败血型、肺
型，症状有高热伴畏寒寒战、呕吐腹泻、淋巴结肿
大、神志不清、鼻出血、呕血、咯血等，患者全身极
度衰竭而死，死后皮肤呈黑紫色。

根据侵华日军 731 部队资料记载，1941 年
11 月 4 日，他们在常德投放 1 . 6 公斤鼠疫跳蚤。

无数家庭因此家毁人亡———
现年 87 岁的张礼忠，因幼年的记忆而心痛了

一生：1942 年 4 月，5 岁的四弟和 3 岁的五弟发
起高烧，淋巴结肿大，抽搐而亡。为了逃避解剖火
化，父亲用箩筐挑起两个弟弟，用衣服遮住他们发
紫发青的小小身躯，混出城，草草埋在乱葬岗上。

“奶奶不敢发出声，就用毛巾捂着嘴哭，直到
捂出了血。”这场鼠疫，夺走了张礼忠家中四条生
命，原本生活在核心城区的富裕之家，从此破败。
受害者遗属回忆，1942 年春天，处于疫情高峰

期的常德城内，夜间总有人穿街走巷，喊着亲人的
名字哭嚎。有人哭瞎了双眼，还有人精神失常……

张礼忠痛失亲人一个月后，鼠疫病菌寄居在
小贩李佑生身上，蔓延出城。

1942 年 5 月 4 日，在城中做小生意的李佑生
回到位于常德城西北 25公里的桃源县李家湾(现马
鬃岭镇)，一病不起，口吐血沫，于 5月 10日死亡。

李佑生的小女儿李玉仙回忆，短短几天，接
触过父亲的多名亲属邻居纷纷染病，20 天内 17
人死亡。“发病时间一个比一个短，一个比一个死
得惨。葬事无人办，棺材无人抬。只要听到‘李家
湾’，就吓得毛根直竖。”

李家湾“沦陷”几个月后，鼠疫侵袭了常德城
东北 20 余公里的新德乡。

新德乡石公桥镇，是濒临洞庭湖西岸的商贸
集镇，商铺云集，十分繁华。今年 97 岁的王华璋曾
居住于此，他是目前仍在世的极少数常德细菌战
受害幸存者之一。

1942 年 10 月底，石公桥开始出现成堆死老
鼠。那一年，20 岁的王华璋听说谷米行老板丁长
发一家 11 人染疫而死、无人收尸，来到丁家门口
看了一眼。“大人和小娃娃都躺在屋里，脸都是乌
黑的，我没敢进去。”

短暂的停留，让王华璋感染了鼠疫。第二天，他
开始高烧、昏沉。外籍专家伯力士率领的防疫队抵
达石公桥，王华璋被家人送去，得到伯力士的救治。

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夺去了他
们的生命。“都说是发‘人瘟’，没人知道是什么病。直
到防疫队来了，我们才听说了‘鼠疫’。”王华璋说。

染疫幸存者熊善初今年 90 岁，住在石公桥
以北 5 公里的周家店镇。“细菌战”三个字，如一道
伤疤烙印在他生命里。“白天晚上都时时听见哭
嚎，到处死人。这边上坟，那边出殡，连做法的道
士都不敢来。”

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花费近 7 年走访
调查，严格甄别，确认 7643 名细菌战受害者。这一
数据得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承认。

然而，7643 人远非全部。
一方面，法律认定受害者有极其严格的标

准，7643 人皆有名有姓、有详细病程，且有后人遗
属为证；另一方面，对受害者的调查 1996 年才正
式启动，56 年过去，常德居住人口变动极大，一部
分受害者及其遗属无法找寻。

数据之外，是调查组实地走访中真实存在、
却“没有名字”的伤痛———

石公桥北济公庙里曾居住着一个“丐帮”，所
有乞丐都在鼠疫中死去，没人留下姓名；

长岭岗乡神寺山王家祠堂，先后有上千官兵

壮丁染疫，但姓名无可考；
双桥坪蔡家湾 99 户 371 人，仅一人因外出帮

工幸免于难，死者大多没了后人，故无法登记；
……
1 . 6 公斤鼠疫跳蚤，让洞庭湖畔的鱼米之

乡，一夜间化作了“瘟疫之城”。
多年后，遗属和幸存者已成了耄耋老人。他们

说，儿时的记忆是黑色的，那是焚尸炉日夜不息燃
起的烟。

83 岁的遗属李明庭记得，疫情高发期的某一
天，城西门外的焚尸炉，因疫尸太多，烧塌了。

对日诉讼：“让东京听见我们的愤怒”

2002 年 7 月 18 日，陈玉芳抱着几十斤重的
签名名单，在临近下班时，火急火燎赶到了邮局。

当时，她是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主任，而她
的怀里，是数十万常德学子声援细菌战民间对日
诉讼的签名。

1997 年，日本法律界正义律师 200 多人组成
律师团，108 名湖南常德、浙江细菌战受害者(遗
属)代表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
府。两年后，又有 72 名细菌战受害者加入原告团。

历时 5 年，开庭 27 次，直至 2002 年 8 月 27

日，诉讼一审判决。

律师一濑敬一郎在电话中告知陈玉芳，务必
在 8 月初将声援签名寄到日本。耗时数月的签名
整理完成时，距截止日期仅剩十余天。

邮局年轻的工作人员帮助陈玉芳将签名打
包，整整三大纸箱。最快的邮寄方式，费用要数万
元，需要十余天；而最便宜的，需要两千多元，却要
历时 40 天。

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调查组
织，由于经费拮据，只能选择最便宜的方式。陈玉
芳咬咬牙，借来几张大白纸，粘在纸箱上，用黑笔
写了一段话：

“沿途海关、邮政的同志们，这是常德数十万
学子声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签名，务必在
8 月前送达日本法庭。请支持我们！”

花了 2230 元邮费，声援签名被寄出。陈玉芳
内心有些绝望，“按理要 40 天，一定来不及了。”

大约 8 天后，她接到了一濑律师办公室中文
翻译打来的电话：“您寄来的签名，我们收到了。”

“不可能吧！是我们的签名吗？”她难以置信。
电话那头，翻译将纸箱上的话一字一句念出

来，陈玉芳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紧握着手机，
泪如泉涌。

许多人都在为这次诉讼提供力所能及、甚至
超出分内的支持。

一审开庭前，常德组织 40 余人的声援团赶赴
日本，其中既有以个人身份加入的政协委员、人大
代表，也有受害者遗属。声援团需要坐火车抵达上
海，再从上海飞往东京。

可是，从湖南怀化通往上海、途径常德的火车
每天仅有一趟，留给常德的卧铺指标仅有 6 张。声
援团的同志来到火车站提出请求，对方也犯了难。
就在这时，巧遇一名怀化火车站的负责人前来沟
通工作，被引荐到陈玉芳的办公室。

“我把声援团为什么要去东京一五一十告诉
了他。他只说‘等我消息’。”陈玉芳回忆，不久后，这
名负责人给她打来了电话：“陈主任，我们给声援
团另外挂一节卧铺车厢。你们一定加油！”

乘坐着临时挂上的卧铺车厢，声援团抵达上
海，登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他们都怀揣着一叠宣
传单，正面是受害者满目沧桑的照片，背面是一篇
文章，题为“让东京知道我们的愤怒”。

飞机起飞后，成员们自发地向飞机上的乘客
们发起了传单。当时，赴日旅行团较少，大多数乘
客都是日本人。不一会儿，空姐赶来制止声援团成
员，将传单拿走。

声援团的成员张礼忠回忆，过了一会儿，空姐
又走过来问，“这样的传单你们还有多少？都给我
们。”成员们都不说话，空姐又说：“机长说了，交给
我们，我们帮忙发。”

就这样，在机舱乘务组的帮助下，宣传单被发
到每位乘客手中。

几小时后，飞机缓缓降落在东京，机舱广播里响起
通知：“常德声援团的同志请等一等，请最后下飞机。”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所有人都陷入了忐忑。
等其余乘客下机后，广播再次响起：“常德声

援团的同志，你们可以拿上行李下飞机了。”
声援团陆续走出。机舱门口，空姐们列队成两

排，不停地鼓掌。机长抱着一大束鲜花，走上前来，
将鲜花交到声援团手中，说道：“谢谢你们为同胞
伸张正义。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胜利不收兵，
我们支持你们！”

时隔 17 年，回忆至此，陈玉芳仍然热泪盈眶。
“我们声援团，原本有很多能说会道的人，那一刻，
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如果没有社会各界这些温暖，
我们坚持不下来。”

声援团走上了东京街头。他们打起反战横幅，
分发宣传单，振臂高呼。出发之前，有些人有顾虑，

问陈玉芳“去游行要不要喊口号”。“等真的走上
街头，这些平时很沉稳的人，一个个冲在最前
面，拉都拉不住，手臂挥得比其他人都高。”一位
受害者遗属回忆。

2002 年 8 月 27 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
过 27 次开庭审理，在原告团、律师团提供多达
500 项书面证据及 31 名原告的陈述、11 名证
人的法庭证词等基础上，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
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
《海牙陆战公约》第三条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
的国家责任；”

“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和
悲惨的伤害，原日本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
的行径是毋庸置疑的。”

“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
7643 人以上”。

……
然而，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

并赔偿的请求。
“铁一般的证据，迫使日本法院不得不承认

细菌战罪行。这也许不算 100%意义的成功，但东
京乃至全世界，听见了我们的愤怒。”陈玉芳说。

共同坚守：反人类罪行不能被忘记

7643 名受害者的名单，是日本法庭上最有
力的证据之一。人们难以想象，时隔 60 年，这份
真实度、准确度难以挑剔的名单，如何得来？

对日诉讼中，原告团向法庭递交了数百件历
史证据。陈玉芳说，其中常德的证据约占 70%。

铁一般的证据背后，是一群老人的坚
守———

1996 年 12 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
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或亲
属经历过细菌战的退休老人。办公室是常德市
外事办腾出的杂物间，七八平方米的地方拾掇
拾掇，挂上牌子，就开始办公了。

六七年间，这群老人的足迹遍布 10 个县
56 个乡 486 个村，座谈 30 万人次以上，整理收
集了 15600 余份材料，又反复甄别比对，才确定
了 7643 人的死亡名册。

今年 79 岁的徐万智是受害者遗属，5 名亲
人因鼠疫丧生。1998 年，他下乡调查，来到石门
桥镇枫树岗村，村民们讲述亲人逝去的惨状痛
哭流涕，却只知是“发人瘟”，不知是鼠疫。

这种“茫然无知”，深深刺痛了徐万智，让怀
着国恨家仇加入调查委员会的他，感到了更沉
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到底有多少受害者搞清
楚，难道这么多同胞就不明不白死了吗？”

就这样，一批像徐万智一样的离退休老人
不拿报酬、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奔
走下乡，路途最远的一天骑了 100 多公里。他们
走村入户，找到一个人，就发动一批人，渐渐形
成了“市、乡、村”三级调查网络。他们把受害者
较多的地区标记为疫点，反复核查搜集。

加入调查委员会那一年，张礼忠早已年过
花甲，负责管理资料。他不会用电脑，眼神也不
太好，却靠着一笔一画写“正”字，归档整理了上
万份受害者调查材料。

“当年做这些事的人，在世的都八十几岁
了，还有好些人，去世了。”说完这句，现年 87 岁
的张礼忠沉默良久。

对日诉讼原告团中，常德细菌战原告有 61 人，

如今在世的仅剩 18 人。其中，细菌战受害幸存者仅
剩两人——— 97岁的王华璋和 90岁的熊善初。

2004 年，熊善初第一次离开家乡。那是细
菌战对日诉讼二审开庭，他来到东京，在日本法
庭上做了陈述。熊善初居住的熊家桥村有 73
户、152 人感染鼠疫死亡。

陈述书每一个字，都是熊善初自己写的，在
法庭上，75 岁的老人挺直腰板，一字一句读出
了自己的陈述书。“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
自己的骨肉亲人。假如你们(法官们)的兄弟姐
妹、父母祖先也像我们细菌战受害者一样遭到
无辜杀害，你们将会是怎样的心情？”

然而，怀着巨大伤痛与愤懑的熊善初、王华
璋、张礼忠们，没有等来苦苦期盼的回音——— 东京
地方法院一审驳回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

一审判决中，侵华日军在常德发起细菌战
的残忍罪行和 7643 名受害者名单得到法庭确
认。但，这还远远不够。

不服判决结果的中国原告随后向东京高等
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 7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2007 年 5 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
原告团对二审结果的申诉。至此，起诉日本政府
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
但，坚守仍在继续，坚守仍有意义———
在调查委员会使命终结后，2011 年 11 月

4 日，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受害者遗
属、律师高锋担任会长，徐万智成了常务副会
长，许多老人成为骨干成员。

我们见到高锋时，他刚从日本回来，这一
次，他又自费花了三万多元，买回一堆关于侵华
战争的日方资料。“先到日本的图书馆、资料室
去找线索，找到与常德有关的，就抄下来、拍下
来，再花几天到街头巷尾的旧书店去淘。”

这些年，高锋自费前往日本 11 次，自掏腰
包买回整整一书柜的资料，多次为协会捐款。这
一切，只为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里，将关于常
德、关于中国的记忆，一点点打捞起来。

今年 69 岁的胡精钢是协会的“年轻人”，懂
一点儿“科技”。7643 人的纸质名册，是他眯着
眼睛、一字一字敲入电脑的。他打字不顺溜，
590 多页的名册，敲了半年。

几年前，胡精钢花了 3000 块钱，买下一个
3 . 2 米长、11 . 6 米高、1 . 45 米宽的储藏室，把
当年调查委员会的办公桌椅、牌子、宣传板和一
些资料都放了进去。

“留下这些东西，总是有意义的。”胡精钢
说，桃源有一位 97 岁的受害者遗属，在他录下
口述六个月后离世。“把它们作为历史档案教育
后人，就是意义。”

七十余年过去，一批执着的学者们，也在坚
守———

2001 年 9 月 18 日，湖南文理学院(时称常
德师范学院)成立了细菌战罪行研究所，重点研
究侵华日军在湖南和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罪
行恶果。

湖南文理学院副校长李红革说，学院学报上
开辟的细菌战研究专栏，是目前国内学术期刊中
唯一的日军细菌战学术研究专栏。“这一段历史，
研究的人不多，但在我们看来，它最有价值。”

66 岁的研究所首席专家陈致远，仍然奋战
在细菌战研究一线。他曾为对日诉讼做出长达
10 万字的鉴定书《 1941 年日军常德细菌战对
常德城区和石公桥镇和平居民的加害》，并以学
者身份在二审时出庭作证。

“细菌战，是反人类的罪行，它是超越国家
记忆、民族记忆的，是整个人类惨痛的战争灾难
记忆，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共同抵制的罪
行。”陈致远说。

研究所教授朱清如，在 2003 年非典期间作
为声援团成员赴日，在日本街头，他高喊出“牢
记历史”“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口号。“历史学的
研究者是专业的、学术的、理性的，可我首先是
一个中国人，有与生俱来的爱国情。”

在反人类的战争罪行面前，一些日本人民
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1995 年，日本正义知识分子森正孝发起了
细菌战受害者调查；

曾经的侵略战争参与者土屋公献，成了著
名的和平主义者，担任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
受害诉讼日本辩护律师团团长，发起 200 多名
律师参与的联合支持；

当原告团谢罪赔偿的请求被驳回，许多人
心灰意冷。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却起立朝陈玉
芳等人深深鞠了一躬，说：“请你们坚持。你们坚
持，我们也坚持，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底！”

……
2011 年，高锋前往日本祭拜已逝的土屋公

献，见到了他的夫人土屋富美子。她告诉高锋：
“以前我只知道先生是一名律师。直到两年前他
离开，来自中国、美国、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参加
追悼仪式，我才知道，先生这样伟大。”

“真正爱好和平的人，一定能感同身受，这
是超越国别的情感共鸣。”高锋说，这些年来，研
究者们、受害者遗属一直在呼吁为常德细菌战
修建纪念馆、纪念碑。“等我们也老了，如果这些
资料没人整理，这些证据没地方展出，这段历
史，会不会被忘记？”

历史如果不被铭记，就会被忘记。谁也不愿
承认，可关于常德细菌战的鲜活记忆，正如灯油
般，一点点燃尽。

2019 年初夏，耄耋之年的熊善初坐在农村
老家的前坪，手中捧着一大袋泛黄的资料。那满
是褶皱卷角的纸张，是他一字一句写下的陈述
书、一家一家跑下来的受害者名单。

他把陈旧的、装满文件的塑料袋抱在怀里。
不知情的人很难想象，落满灰尘的小袋子里，记
录着多少鲜活生命的消逝，沾染着多少家庭的
血泪。

70 公里外，桃源县马鬃岭乡，一座小小的
劫难碑，树立在群山环绕的兴街村。那是李佑生
的孙子、抗美援朝老兵李宏华多方奔走呼吁后，
社会各界出资修建。

离开劫难碑，我们随机走进了一所中学的
课堂。初中的孩子们翻开历史教科书，里面没有
关于细菌战的记载。我们询问，有谁听说过常德
细菌战吗？49 人的班级里，有 5 个孩子举起了
手。

那一刻，与熊善初告别时他说的话，又在耳
边响起：“我们怕自己走了后，这段历史，再没人
知道。”

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罪行不会被遗忘

▲ 90 岁的熊善初老人怀抱着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名册及个人陈述书
等资料。 本报记者袁汝婷摄

▲档案记载的常德细菌战第一位受害者 12 岁的蔡桃儿。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日本侵略者发动的细菌战，
这一反人类的国际犯罪，惨绝人
寰，给常德人民、中国人民造成了
持久的创伤。在“九三”抗战胜利
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在新中国
即将迎来 70 华诞之际，我们不能
忘却今天安宁美好生活来之不
易，铭记历史，呼唤和平，珍惜和
平，维护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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